
中國古代技術與發明

新說
江曉原  著



iv v

中國古代的天象記錄，從收集資料之完整、持續時

間之長久兩方面來說，在世界各國歷史文獻中都

是獨一無二的，一直受到國際科學史界和科學界的高

度重視。

▼  北京古觀象台

位於北京建國門內大街東側。建於明正統七年（1442 年），已連續觀測 500 多年。

台上安有天體儀、象限儀、地平經儀、地平經緯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紀限

儀、璣衡撫辰儀等 8 件清代銅鑄的天文儀器。

《周髀算經》之後，構造幾何模型的公理化方法就在古代

中國絕響了。特別令人疑惑的是，《周髀算經》的幾

何宇宙模型究竟是某種外來影響的結果，還

是中國本土科學中某種隨機出現的變異？而

且，不論是上述哪一種情形，為何它曇花一現之後就歸

於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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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煉丹爐引爆圖

火藥的發明與煉丹術有密切的

關係。古代人煉丹目的主要是

為了煉出長生不老的仙藥，使

用的原料有硫黃、雄黃、雌

黃、硝石、木炭等。在煉製過

程中稍有不慎，便會發生爆

炸、人們從此得到啟示，並最

終發明了火藥。

星占學孕育了天文學，

煉金術則孕育了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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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和航海圖（部分摹繪）

此圖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所用的海圖，繪於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 年）。

自1405年（永樂三年）至 1433 年（宣德八年），鄭和

先後七次奉命率領龐大的遠洋艦隊出海遠航。艦隊規模

達到 240 多艘船艦，船員及官兵 2.7 萬餘人，毫無疑

問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艦隊白天用指南

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保持航向。

“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

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

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 李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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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帛書

1942 年出土，其年代在戰國中晚期，

是迄今為止已出土的最早的帛書。四周

繪有十二神，形狀怪異，學者認為十二

神是十二個月，上面的文字記述著十二

個月的宜忌，顯然具有古代曆書的功用。

古代“天人合一”的觀念：

人如何與天共處，

即如何知天之意、

得天之命，

如何循天之道、

邀天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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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費力多年打造起來的

“發明印刷術”的現代神話，

最終必將成為見證中華文化傳播世界的小插曲

——韓國所引為證據的文獻，

不都是漢文漢字的嗎？

◀ 《史記》泥活字印版

長 43 厘米，寬 37 厘米。北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 年），畢昇發明了泥活
字印刷術。

中國人在雕版印刷術

和活字印刷術上的發明權

都是不可動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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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與發明

在馬可．波羅來到中國時（元朝初年），甚至更晚些，明朝末年，

當意大利人、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時，他們都為中國這個偉

大帝國的富庶感到震驚。特別是在中國南方，那些“詩禮簪纓之族，

鐘鳴鼎食之家”過著優雅、精緻、奢華的生活，和他們相比，那時歐

洲王侯們的生活質量幾乎就像窮人。那麼，中國上層社會的這種生活

方式和品質，除了財富和文化之外，還依靠甚麼來支撐呢？

中華民族向來不喜歡侵略和征服，但是數千年間，中華帝國在很

多時候一直繁榮強盛。漢朝的大軍曾對匈奴窮追猛打，最終將他們趕

往歐洲；大唐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唐朝的駐軍遠至中亞；即使在南

宋半壁江山即將被元蒙帝國征服的前夜，中國軍隊仍然能夠將蒙哥大

汗擊斃在永不陷落的軍事要塞釣魚城下。中華帝國的力量，除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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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念之外，還依靠甚麼來支撐呢？

⋯⋯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繼續往下舉。

答案是：中國上層社會的這種生活方式和品質，中華帝國的力

量，除了財富、文化、信念等等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

技術。

科學與技術科學與技術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曾經在世界上遙遙

領先。這種說法能否成立，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或者說定義）“科學”

和“技術”這兩個概念。

如果我們使用最狹義的“科學”概念，將科學理解為現代的、在

西方不過形成了 300 年左右的形態，那麼毋庸諱言，中國古代不存在

這樣的科學，因而也就談不到所謂的對西方的“領先”了。

如果我們使用最寬泛的“科學”概念，將人類一切有關自然界

的有系統的知識都視為科學，那麼中國古代毫無疑問是有科學的。但

即使如此，上面的說法要成立也仍然有困難。因為中國古代的科學發

展與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他們之間無法進行誰“領先”的比較，

就像我們無法在一個向東走和一個向南走的人之間進行誰“領先”的

比較。

只有當我們將“科學”和“技術”這兩個概念混合成一個概念，

即我們經常使用的、極富中國特色的“科技”一詞，此時“中國曾經

遙遙領先”的說法才有可能成立。

然而，我們又何必非要讓上面這個說法成立不可呢？

發明與發明權之爭發明與發明權之爭

在中國人的傳統語言中，“發明”本是“使之開朗明暢”、“將某

個道理闡述清楚”之意，例如宋玉《風賦》：“發明耳目，寧體便人”，

意思是“使人耳目清明”，這與今天通常所說“發明”的意義原本不

相干。直到 20 世紀，它才被用來對譯西文中的 invention 一詞。

中國古代確實有四大發明，而且還遠遠不止“四大”—在有些

誇大其詞穿鑿附會的書中，有中國的一百大發明，其中竟包括了“蒸

汽機原理”、“白蘭地與威士忌”、“血液循環”、“多級火箭”、“催淚彈”

和“迫擊炮”！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類認識世界的局限性和多樣性。另外兩個

英國人，Peter James 和 Nick Thorpe，在他們的書《世界古代發明》

（Ancient Inventions）中，就為讀者描繪了完全不同的圖景。例如，

蒸汽機被考證出早在 2000 年前的古希臘就已經有了。而耶魯大學科學

史教授、曾擔任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主席的 D. Price 的著作

中，精密的天文鐘早在古希臘就已經被發明出來，而不是如李約瑟經

常說的來自中國的發明。

事實上，幾乎每一項發明都被若干個—有時甚至是一大堆—

發明權候選人所包圍。這類發明權之爭，至少已經有了幾個世紀的歷

史。當年關於牛頓和萊布尼茲誰先發明微積分的爭論，就使英國和歐

洲大陸的學者分成了兩派，結果吃虧的是英國人，因為萊布尼茲所用

的分析方法確實更有效，而英國人堅持牛頓所用的幾何方法就使自己

落在了潮流後面。可見誰是第一實際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選用最有

效的東西。

歷史上曾經有過無數發明，今天更是如此，每天都有很多發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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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很多專利被註冊。但是絕大多數都如同過眼煙雲，轉瞬即逝，

並未在物質文明的發展史上留下影響。它們通常不能算是成功的發

明。它們所留下的記載、檔案乃至實物，只是給後人提供了考證、研

究的題材，使學者們可以寫出一篇篇論文，表明某裝置早在多少多少

年前就已經由某國的某人設計出來了，或者某國某人在某年所設計出

來的某裝置“實際上已經是”今天的某物了。

上 1000 年中 22 項世界上最重要的發明上 1000 年中 22 項世界上最重要的發明

回首歷史長河，審視以往 1000 年間的發明活動，自然饒有趣

味，但是要評價哪些發明更重要，就大費周章了。這裡牽涉到某些終

極的價值判斷，而這不是理性所能統治的領域。因此只能見仁見智，

各抒己見。右頁表格是我認為在過去 1000 年中比較重要的 22 項技術

性發明。

表中的每項發明都只選擇了一個年代或事件作為表徵，因為我們

當然不能在這裡陷入“誰是第一”的筆墨官司。至於那些非技術性的

重要發明，未在表中列出，當然絕不意味著它們的重要性比不上表中

的各項。

這些入選的發明基本上有一個共同點，即每一項都極大地改變了

人類的生活。

紙幣實在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其重要性未必遜於“四大發明”。

在這件事情上中國人遙遙領先，應該能夠表明中國人其實有著非常發

達的商業頭腦。迄今為止，沒有紙幣的世界仍是難以想像的。

如果要在以往 1000 年中挑選一項最偉大的發明，那也許應該是上

表中的第 21 項：電腦。這項發明或許可以和人類發現火的重要性相提

並論—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電腦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走進我們的生

活，它在未來的世紀中，還將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不過這究竟

是禍是福，現在就下結論也許還為時過早。

序號 年代 內容 說明

1 1024 紙幣 北宋“官交子”發行

2 1117 指南針用於
航海

北宋人朱彧《萍洲可談》中的記載

3 1132 管狀火器 槍炮前身，宋金德安府之戰中陳規採用

4 1455 古登堡印刷
《聖經》

真正有實用價值的活字印刷

5 1535 歐洲人首嚐
煙草

法國探險家從北美新大陸帶回歐洲

6 1543 人體解剖 尼德蘭醫生維薩留斯《論人體結構》是年出版

7 1610 望遠鏡用於
天文觀測

意大利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伽利略以此作出了六大發現

8 1656 機械鐘 荷蘭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惠更斯造成首座機械擺鐘

9 1826 照相 法國人尼厄普斯拍攝的第一張照片非常模糊

10 1830 鐵路 9 月 15 日通車儀式上撞死一名國會議員

11 1844 電報 莫爾斯電報和電報機

12 1859 石油 具有商業價值的石油

13 1867 炸藥 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的發明

14 1876 電話 英國發明家貝爾的發明

15 1895 電影 法國魯米埃爾兄弟向觀眾播放電影

16 1895 X 射線 德國物理學家倫琴的發現

17 1901 無線電 意大利無線電工程師馬可尼的試驗

18 1903 飛機 美國萊特兄弟在北卡羅萊納海灘的飛行

19 1907 塑料 比利時籍化學家貝克蘭的發明

20 1928 青黴素 蘇格蘭醫生亞歷山大．弗萊明的發現

21 1939 電腦 IBM 公司的產品

22 1945 原子彈 1945 年 8 月 6 日在廣島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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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每種發明都造福人類並非每種發明都造福人類

煙草本來就是輕度的毒品。此物的流行實非人類之福，如今揮之

不去，禁之不絕，天天都在損害著千百萬人的健康。這正是“發明並

不都造福人類”的鮮明例證。

這裡我們不得不談談兩項殺人的發明：管狀火器和原子彈。

人們常說管狀火器使戰爭告別了冷兵器時代，人類自相殘殺的效

率空前提高了；而原子彈以及隨後氫彈的問世，就使自相殘殺的效率

提高到了可以在一瞬間讓所有人一起完蛋的地步。人類在過去 1000 年

間既學會了大大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方法，卻也急煎煎地將一舉毀滅

自身的手段發明了出來，想想豈不是很荒唐？西方那些以“狂人發動

核大戰導致人類末日”為主題的幻想作品，正反映了人們在這方面的

憂慮。

其實對這兩項殺人技術的威力不宜過分誇大。在廣島爆炸的原子

彈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數是 8 萬；而史書記載，當年秦將白起在長平之

戰中坑殺趙國降卒 40 萬人。這個數字當然很可能有誇大，我們假定它

被誇大了 10 倍，那也有 4 萬人—這可是在冷兵器時代！

所以人類自相殘殺的真正威力，不是來自發明，而是來自人類自

己心裡。

評價發明的標準隨時代而異評價發明的標準隨時代而異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對於我們評價歷史上的種種發

明，同樣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我們今天評價某種發明的重要性，總是

受到我們此時置身於其中的當代文化的制約。讓我們來看兩個例子。

1596 年，英國貴族約翰．哈靈頓發明抽水馬桶，這項發明被一些

西方學者列為以往 1000 年中最重要的幾十項發明之一。然而，如果讓

中國學者來開列同一時期的重要發明，即使列到 100 項，也絕不會將

抽水馬桶算一項—讀者不妨試問自己：要是讓你來開列，你會不會

將抽水馬桶算列上去？為甚麼會有這樣明顯的區別？這恐怕就要從各

人置身其中的“文化”上去找原因了。

再比如原子彈，我們今天看來，它是一種大規模殺人武器，很難

說它可以造福人類。但是，1945 年 8 月 6 日它在廣島爆炸時，它卻是

造福人類的—因為它給了日本法西斯最後的重擊，促使它立刻宣告

無條件投降。誰也不能否認，日本法西斯肆虐一天，受到侵略的各國

人民（還包括日本人民）的災難就要延續一天。

允許“無用”的奇情異想允許“無用”的奇情異想

有些發明，當時看起來只是“毫無用處”的奇情異想，但是後來

卻發展成了極其重要的事業。人類的宇航事業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這故事的第一個重要角色，是俄國科學家齊奧爾科夫斯基，他 9

歲失聰，從此與書為友，十幾歲就開始探索宇宙航行問題—在當時

這類似於科學幻想。他在 1903 年發表了題為《以噴氣裝置探測宇宙空

間》的論文，論述航天飛行中使用火箭發動機的理論問題，包括熱傳

導、導航設備、空氣摩擦升溫、燃料供應等等。但是他的探索太超前

了，在當時很難被充分理解，俄國科學院不承認他的空氣動力學實驗

結果的價值，他的金屬飛艇模型也在 1914 年聖彼得堡的空氣動力學學

術會議上遭到冷遇。即使是 1921 年蘇聯“人民委員會”授予他終身年

金時，他的理論的巨大價值仍然遠遠未被人們發現。

人類航天故事的第二個重要角色，或當數美國的戈達德，他比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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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科夫斯基晚出生 20 年。戈達德從小就夢想從事偉大的發明，1898

年在《波士頓郵報》上連載的太空幻想小說《世界大戰》極大地刺激

了他的想像力，不久他就開始夢想製造太空飛行器。1926 年 3 月 16

日，他終於成功進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液體火箭發動機的飛行試驗—

其實火箭只是短暫地飛離了地面，很快就掉下來了。但是不管戈達德

的這枚火箭是多麼簡陋，飛行時間是多麼短暫，幾十年後如火如荼的

航天事業所依賴的火箭技術，卻都認他為鼻祖。

在當時看起來毫無用處的發明，後來可能被證明是極其偉大的成

就。宇宙航行只是一個例子，愛因斯坦的 E=mc2 也是同樣的例子：誰

也不知道，根據這個公式所確立的理論，40 年後可以造出原子彈，後

來為和平目的可以建造核電站。

所以政府必須讓一部分學者有良好的條件安心研究，不要以“毫

無用處”的理由去指責他們，不要以急功近利的任務去催促他們—

即使他們討論的問題是“一個針尖上可以站幾個天使”、“天堂的玫瑰

有沒有刺”也應該容忍。當年希臘化時代的亞歷山大城、歐洲中世紀

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修道院和大學、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開羅的法蒂

瑪王朝、中亞的伊兒汗王朝和帖木兒王朝⋯⋯都曾供養過許多博學之

士，讓他們思考問題、研究學問，這是一種深厚的傳統。

本書的目的本書的目的

無論我們使用哪一種“科學”概念，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

中國古代在技術上有著非常高的成就。

本書的目的，就是介紹中國古代的技術和發明成就。

不過，和常見的同類讀物不同，本書遵循如下兩個原則：

一、絕不牽強附會。有些讀物（包括某些西方人撰寫的讀物）

為了給中國人爭光，經常言過其實，穿鑿附會，將現代世界的許許多

多技術成就都說成是中國人發明的。這種想法其實是錯誤的，這種

做法也是有害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將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建立

在任何虛假陳述的基礎上。而且，我們熱愛祖國，也不是因為祖國曾

經富強或現在富強才熱愛她的—難道一個不富強的祖國你就不熱愛

她嗎？

二、不求面面俱到。在這本小書中，我並不打算給讀者上中國科

學技術史的專業課程，我想做的是，將中國古代技術發明中那些獨特

的、激動人心的、趣味盎然的項目介紹給讀者，而且這些項目還必須

是已經基本上考證清楚、能夠言之成理的。

根據這兩個原則，我選取了 21 個小專題。通過這些專題，能夠對

中國古代的技術和發明成就獲得一個鳥瞰式的印象，同時也可能因此

而引發對某些技術或發明進一步了解和研究的興趣。如果發生了這樣

的興趣，當然就可以去閱讀更完備更詳細的文獻。

21 個專題的順序，則大體按照時間先後排列，這樣也就順便形成

了一個大致的歷史線索，這對於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明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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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
中國科學技術史深入閱讀簡要推薦書目中國科學技術史深入閱讀簡要推薦書目

李約瑟原著，柯林．羅南改編：《中華科學文明史》（全 5 冊），江

曉原策劃，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03。

杜石然等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全 2 冊），科學出版社，

1982。

盧家錫總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全 28 卷），科學出版社，

1998－2008。

江曉原主編：《科學史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江曉原、鈕衛星著：《中國天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吳文俊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全 11 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8－2000。

戴念祖等著：《中國物理學史》（全 2 冊），廣西教育出版社，

2006。

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

01 四大發明

關於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近年漸成爭議題目，這是中國社

會和中國人思想觀念開放進步的表現，應該歡迎。由此導致對原“四

大發明”的重新審視，乃至提出新的“四大發明”候選項目，也有多

方面的意義。在中央電視台 2006 年的國慶特別節目中，筆者曾提過一

個“新四大發明”選項。此後，其他人士也提出過別的選項。

對於大家熟悉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挺”和“批”兩派。

就給人的感覺而言，似乎是“批”的一派較佔上風。主要是因為“挺”

派義憤有餘而思想武器不足，基本停留在幾條陳舊的辯護理由上，到

了今天還這樣就不容易得到廣泛同情了。而“批”派言辭激烈，立場

鮮明，自然更容易聳動視聽。

既然如此，不如讓我們心平氣和，將此問題的前世今生稍加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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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再看看“批”的依據何在，最後看我們可以有甚麼新的思路。

“四大發明”的定型版本“四大發明”的定型版本

從爭論中所挖掘出的線索來看，關於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說

的演變和成型，依次有如下三個重要人物：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年）、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

1883 年）、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

1995 年）。

培根曾倡言古代“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並且從文

學、軍事和航海活動三方面闡述這些發明的重要意義，說它們“使世

界產生了不計其數的變革，以至於沒有任何帝國、教派、個人對人類

事務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不過在《新工具》中他認為，這三大

發明“它們的起源模糊不清”，並未將之歸於中國。

後來馬克思基本上沿用了培根的說法，認為“火藥、指南針、印

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

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

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

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不過他也沒有說這三大發明是中國的。

馬克思甚至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儘管在馬克思和李約瑟之間還有來華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 年），他最先在上述三大發明中加入造紙術，但真正確立

“四大發明”之說，並明確將它們歸於中國的，被認為是李約瑟。由

於李約瑟在中國媒體和公眾中的知名度，“四大發明”之說由此深入

人心。

“四大發明”定型的版本是：火藥、指南針、造紙術、活字印

刷術。

“批”派“批”派

對上述“四大發明”之說提出異議的“批”派，主要的理由如下：

關於火藥，“批”派強調，要區分“黑火藥”和“黃火藥”兩個

體系。近現代軍事和工業上廣泛使用的都是“黃火藥”（即“黃色炸

藥”），故培根所說的對世界歷史的影響應該落實在“黃火藥”體

系。而中國古代所發明的是“黑火藥”，他們甚至認為西方人比中國

人更早掌握了“黑火藥”的正確配比，所以否認火藥是中國人最先發

明的。

關於指南針，“批”派要求區分“水羅盤”和“旱羅盤”，“旱羅盤”

被認為是西方人發明的，而“水羅盤”的技術細節，現在仍存在爭議。

至於更早的“司南”，既無古代實物留存，現代仿製品也未能如古書

中所描述的那樣順利運行。所以“批”派認為中國古代至多只是“發

現”了磁現象，根本談不上“發明”了指南針。

關於造紙術，“批”派問道：古代埃及的紙莎草紙（Papyrus）算

不算紙？ —那比中國東漢的蔡倫造紙還要早約 3000 年。確實，如

果我們堅持要將西漢的“灞橋紙”算作紙（因為這可以提前中國造紙

的年代），那古埃及的紙莎草紙顯然更應該算紙。因為紙莎草紙留下

了無數色彩豔麗的書法和繪畫作品，而“灞橋紙”只是出土過一些碎

片而已，“其中最大的一片長寬各約 10 厘米”，那些碎片上絕大部分

沒有任何文字或圖案。

關於活字印刷術，是最授人以柄的一項。因為想要和古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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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跡天工—中國古代發明創造文物展》，該展重新定義了新的

“四大發明”為：絲綢、青銅、瓷器、造紙印刷。這代表了新的思路：

將每項都寬泛化，比如以“造紙印刷”取代了“造紙術”和“活字印

刷術”，而新出現的絲綢、青銅、瓷器三項，都是範圍比較廣、技術

含量比較高的工藝，這顯然是針對“批”派指責原“四大發明”缺乏

技術含量而作出的改進。

“新四大發明”選項“新四大發明”選項

如果我們考慮這樣三個原則：

1. 要對中國文明或中國人生活有著廣泛影響；

2. 要盡量保證在世界上有著盡可能大的發明優先權（不一定要絕

對“世界最早”）；

3. 要有足夠的科學技術含量。

那麼比較可取的“新四大發明”選項如下：

絲綢、中醫藥、雕版印刷、十進制計數。

還可以有一個“新四大發明 B 組”備選：

陶瓷、珠算、交子（紙幣）、農曆（陰陽合曆）。

1439 年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比先後，就強調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

“技藝”中所記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 年）布衣畢昇發明的泥活

字印刷術，但這樣就無法正視如下的事實—在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

之後將近 1000 年間，中國的絕大部分書籍仍然是雕版印刷的。所以

“批”派斷言畢昇的泥活字印刷術“是一種失敗的發明”，確實也相

當能夠言之成理。其實在“四大發明”的這一項上，如果改為“印刷

術”，就可以用“雕版印刷術”來抵擋“批”派的攻擊，處境就會好

多了。

總的來說，上述對中國“四大發明”的批評意見，雖然不是完全

沒有道理，但也並非都能站得住腳（參見本書相關各篇）。

“挺”派“挺”派

歸納了“批”派的理由之後，我們當然要轉而來為“挺”派想

一想。

筆者 2006 年在央視國慶特別節目中曾提出“新四大發明”：雕版

印刷、天文學上的赤道式裝置、十進制計數法、中醫中藥。當時的想

法，是既強調這些發明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適當照顧這些發明出現

的年代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雕版印刷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印刷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知識傳遞

方法，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延續。天文學上的赤道式裝置，中國人比歐

洲人早 1500 年就已經開始使用了。十進制計數法是中國人傳統記數的

方法，從它被發明的那一刻就已經與今天的國際接軌。中醫中藥是一

種獨特的醫療體系，幾千年來一直呵護著中國人的健康。

2008 年，中國科技館新館推出由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科協聯合主辦



天學（天文星占之學）在中國古代具有極為特殊的地位，它同時

又是深入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關鍵“密碼”之一。

歷代官史中有特殊的“天學三志”歷代官史中有特殊的“天學三志”

在司馬遷的時代，乃至此前很久，數學、冶金、紡織、建築、農

藝、物理等等，許多知識都已高度發達，有的還與國計民生大有直接

關係，如冶金、建築等，但司馬遷卻獨獨厚愛於天學—在《史記》

的“八書”中，上面這麼多學問都完全沒有位置，天學卻獨佔了兩書

以上的篇幅，堪稱一花獨放。

更令人大為費解的是，司馬遷的做法竟成為此後 2000 年間歷代官

史的傳統模式。以《漢書》為例，與《史記》“八書”相當的部分是“十

02 天學與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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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茲將兩者列出比較如下，先後各按兩書原有順序：

禮書 律曆志

樂書 禮樂志

律書 刑法志

曆書 食貨志

天官書 郊祀志

封禪書 天文志

河渠書 五行志

平準書 地理志

 溝恤志

 藝文志

其中《律曆志》為《律書》與《曆書》的合併，《禮樂志》為《禮

書》與《樂書》的合併，《食貨志》約略相當於《平準書》，《郊祀志》

相當於《封禪書》，《天文志》即《天官書》，《溝恤志》即《河渠書》。

此外《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四志為《漢書》

新增。《刑法志》與《藝文志》內容甚明，此處可勿論。《地理志》基

本上相當於今日人文地理學內容。值得注意者為《五行志》，這是專

講災異、祥瑞的文獻，其基本理論則仍是賞善罰惡的天人感應—政

治昏暗則見災異，政治修明則呈祥瑞。其中還包括大量與星占學有關

的內容，大體也屬於古人天學範疇之內。此後各史中，《天文志》、

《律曆志》、《五行志》三志總是被置於志書之首，可稱為“天學三志”。

二十五史中，十八史有志，此十八史之各志，雖與《漢書》十志

不盡相同，但前面所提到的諸如數學、物理、冶金、紡織、建築、農

藝，以及醫學、煉丹術等等，在各志中都完全沒有位置，唯有“天學

三志”獨領風騷，且常居於各志之首。

天學在上古政務中的特殊地位天學在上古政務中的特殊地位

《尚書》是儒家基本經典之一，今天大體可視之為上古政治文件或

其轉述、改編本的彙編。《尚書》第一部分為《虞書》，《虞書》第一

篇為《堯典》。從《堯典》正文看，是記錄了帝堯時期的為政之要，

及堯指示安排關於考察、培養接班人舜的一些事務。《堯典》全文不過

440 字，其中關於天學事務竟佔用了 172 字，而且第一段又都是抽象

的讚頌，第二段關於天學事務卻非常詳細具體。一篇《堯典》，給人

的印象似乎是：帝堯的政績，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他安排天學事務。

這不是很奇怪嗎？

再進一步考慮，如果《堯典》是因帝堯將禪位於舜而作，那麼在

這樣重要的一份文件裡，“正經事”為何反而不提？最高統治者要實行

交接班了，國家大事，千頭萬緒，內政外交、軍事經濟等等，《堯典》

幾乎都絕口不提，卻大談如何安排天學事務，這在現代人看來，不是

太荒唐了嗎？

又如《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載帝舜之攝政云：“於是帝堯老，

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這段

話是據《尚書．舜典》改寫的。舜的第一項“政績”又是天學事務“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且還直接與“天命”有關。

上面這些現象，都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天學在古代知識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天學在古代知識體系中的特殊地位

《呂氏春秋》可以看作是一部“準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在這部“備

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著作中，天學的地位十分奇特。全書之前十二

卷，即所謂十二紀，其中所論大體不出政治、倫理和哲學範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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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紀之首章，卻都是關於天象、時令之說。這一套說法在戰國至秦漢

之際極為盛行，《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章，與《禮記．月令》、《淮

南子．時則訓》大同小異，此外《大戴禮．夏小正》、《管子．幼官》，

以及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丙篇，乃至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有關

部分，也都是同類性質的文獻。這些文獻又是天學在古代政務中佔有

特殊地位的另一方面表現。

而在《淮南子》的知識系統中，完全沒有今天意義上的“科學技

術”各科的地位，但唯獨天學一門，常居於非常顯赫的地位。如果將

古代中國天學看成與現代意義上的物理學、化學等等同樣性質的天文

學，則古代中國人之如此偏愛這門對日常物質生活幾乎毫無功利可言

的學問，不是太奇怪了嗎？而且這一來，這門學問在古代中國知識系

統中就會成為一個極明顯的例外，完全無法與整個系統相協調了。

在《藝文類聚》、《玉海》、《古今圖書集成》三部類書中，天學都

位於各部目之首，這並非巧合，現今所見的古代綜合性類書，全都把

“天部”列於首位。古人固然喜歡因循舊例，似乎其間並無深意，但當

初開創此例，總應有其原因。這與《天文志》常居於正史各志之首，

顯然是同一原因。這一原因，在上古時，本是大人君子們素所深知的。

皇家天學機構的特殊地位皇家天學機構的特殊地位

天學家與天學機構在古代中國社會中的特殊地位，首先表現在：

天學機構是政府的一個部門，供職於其中的天學家是政府官員，由他

們組成政府的一部分。這與帝王令其他方術之士供奉內廷，性質完全

不同。後者有時雖然也被加以官爵，但他們絕不構成政府機關的一部

分，也不能廁身於正式官員之列。

天學家之為朝廷命官，在古代中國淵源甚早。《尚書．堯典》中

即有帝堯任命天學官員的記載，反映了天學家在上古時即為朝廷重要

命官。進一步的證據可見於《周禮》一書。《周禮．春官宗伯》所載

之各種職官中，至少有如下六種明顯與天學事務有關：“大宗伯”、“占

夢”、“眂祲”、“大史”、“馮相氏”、“保章氏”，表明古時確有天學

官員、天學機構。而《周禮》所述官制，曾對後世政府機關之構成，

產生過重大影響。

《周禮》六官之制，已基本包括了古代中國社會中央政府的結構，

其中春官宗伯所轄各官，即為後世之禮部。2000 年間，天學機構也

一直在禮部領導之下。至魏、晉以降，太史成為天學機構的專職負責

人，而相當於《周禮》中眂祲、馮相氏、保章氏的職官，則成為太史

的下屬官員。太史所領導的天學機構，其名稱屢有變動，如太史監、

太史局、司天台、司天監、天文院、太史院等，至明、清時，乃定名

欽天監。

太史令的品級只在三、五品之間，但因為他是天意的解釋者與傳

達者，天人之際的大奧秘他能夠洞曉，儼如帝師，故在某些政治上的

重要關頭，五品的太史令之言，可能比一品大員的話更有份量。有

時，一些著名天學家深得帝王寵信，他們另任高官，並不擔任天學機

構中的官職，但是他們在天學事務中的發言權，遠遠超過太史令之類

的天學官員。

“天人感應”與“天命”觀念“天人感應”與“天命”觀念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個含蘊極廣的概念。就廣

義而言，“天”被用來指整個自然界。這個自然界，或者說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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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並非像近代科學的“客觀性假定”那樣是無意

志、無情感、可認識、可改造的客體，而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

無法徹底認識、只能順應其“道”與之和睦共處的龐大神秘活物。

這或許就是一些現代中外學者所盛稱的古代中國人的“有機自然

觀”。所有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大道理，最終都可歸結為一點：

人如何與天共處，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如何循天之道、邀

天之福。

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這與有機自然觀正相吻

合。既有天命與天意，則天為人格化自不待言。但天命、天意都是

統治階級中人講求之事，而人格化的天則探入古代中國各階層人士心

中，連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天命的觀念，為儒家政治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天命有三點

性質：

一、 天命可知，例如周的天命由成王定鼎時占卜而知。

二、天命會改變，即所謂“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三、天命歸於“有德”者：夏、商、周三代遞膺天命，轉移之機，

即在於有德與暴虐。

“通天者王”的政治觀念“通天者王”的政治觀念

中國古代的靈台是窺星察氣、占卜吉凶之所，也即專職通天巫覡

仰測天意、交通天人的神聖壇場，有著重大的象徵意義。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中說：“古之造文者，三

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

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如視此

為造字之說，似有穿鑿附會之嫌（也未必全無道理），但董仲舒所依據

的觀念，實為上古政治思想之要義所在。“通其道”即交通天地人神，

能夠交通天地人神的人方能為王。

古代的靈台（亦即後來皇家天學機構專用的觀象台）、明堂及同

類建築，所象徵的整套天學事務，就是最為重要的通天手段。通天

者之所以能夠由此獲取統治資格，是因為他們“先知先覺”，因為他

們所通之天是知識的源泉。那麼他們依靠怎樣的機制來成為先知先

覺者呢？上天的知識又怎樣體現呢？答案既簡單又明顯：靠天學。各

種星占著作中的大量占辭，就是上天所傳示的知識，其中有著關於

戰爭勝負、王位安危、年成豐歉、水旱災害⋯⋯幾乎一切古代軍國

大事的預言。

曆法以及與此有關的各種數術歸根結底也有著同樣的性質和功

能。掌握著星占曆法等奧秘的巫覡—重、黎、羲和、巫咸以及作為

他們後任的古代天學家—就是先知先覺者，他們服務於某帝王，就

使該帝王獲得了統治的資格和權利。帝堯的政績為何僅有任命天學官

員一項，帝舜攝政之初為何別的事全不管，先去“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原因就在於此。

天學與王權之關係天學與王權之關係

天學在早期為王權成立之必要條件，晚期逐漸演變為王權之象徵。

掌握通天手段是獲取統治權的必要條件，而天學是各種通天手段

中最直接、最重要者，所以企圖奪取統治權的人必須先設法掌握通天

手段以便享有天命，之後方能確立其王權。那麼，靠甚麼方式向世人

昭示某人已獲得天命，並且得到世人的確認呢？這就要靠星占學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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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和指出天—包括整個自然界—呈現的一些徵兆並加以解釋。這

些徵兆及其對應的解釋正是古代星占學著作中的重要內容。

在這些徵兆中，狹義的天象（即古人所說的“天文”）自然佔據

最突出的位置。歷史上最受稱頌的天命轉移、改朝換代之事是武王伐

紂，周人又是歷史上最早系統地大講天命的集團，因此古籍中記載的

關於武王伐紂時的天象也最多。這些天象未必都是後人附會編造的，

其中可能有不少是周朝太史們鄭重其事地記載下來而流傳後世的。

歷代為何會有“私習天文”之厲禁歷代為何會有“私習天文”之厲禁

在中國古代的很長時間裡，對廣大公眾而言，天學是一門被嚴厲

禁錮的學問—對於民間私藏、私習天學書籍，歷朝頒佈過許多嚴厲

的禁令。“私習天文”是嚴重的罪行，告密揭發者可得“賞錢十萬”。

這些關於“私習天文”的禁令有一個隱伏的規律，下面列出的是七次

著名禁令頒發的年代：

泰始三年（267 年），西晉開國後 3 年。

永徽二年（651 年），唐開國後 33 年。

大平興國二年（977 年），北宋開國後 17 年。

景德元年（1004 年），北宋開國後 44 年。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元滅宋後 5 年。

洪武六年（1373 年），明開國後 6 年。

明朝初年。

不難發現，七條禁令都是在新王朝開國之後不久頒發的，這一現

象並非偶然。

天學既為通天手段，這一手段的壟斷又與王權密不可分—在上

古曾是王權的來源，至後世成為王權的象徵，因此，每至改朝換代之

際，新崛起者自然要“窺竊神器”，另搞自己的通天事務，以打破舊

朝對此的壟斷，從而牟取新的政治權威。當四方逐鹿之時，必有私習

天學者應時而起，挾其術各投效有意問鼎之新主。這些人對舊朝而言

固然是罪犯，在新朝則成為“佐命功臣”。所以歷史上諸開國雄主身

邊，常有此類人物為之服務，較著名者，如吳範之於孫權、張賓之於

楊堅、李淳風之於李世民、劉基之於朱元璋，等等。

然而青史留名，主要限於成功者，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失敗

者—其數量遠較成功者為多—身邊，同樣會有此類人物。於是，

舊朝所力圖壟斷的通天之學，遂經歷一段擴散過程。至新朝打下江山

之後，天下一統，自然又轉而步舊朝後塵，盡力保持本朝專制壟斷之

特權。各朝開國之初常要嚴申私習天學之禁，其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因此可以說，在古代中國，天學對於謀求統治權者而言為急務，

對於已獲統治權者而言為禁臠。這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歷史上一直

如此，只不過在早期可能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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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56 年，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眾建成大型水利工

程都江堰，引水灌溉成都平原，四川被稱為“天府之國”，李冰父子

居功至偉，誠所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2000 多年過去，都江堰

至今仍發揮著巨大效益。因這一水利工程歷史悠久，規模宏大，佈局

合理，運行有效，且與環境和諧結合，從歷史和科學兩方面看都具有

獨特價值，故都江堰名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於 2000 年聯合國

世界遺產委員會第 24 屆大會上被確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都江堰坐落於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位於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

上。是全世界迄今為止唯一留存的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

程。都江堰水利工程由魚嘴分水堤、飛沙堰溢洪道、寶瓶口引水口三

03 都江堰：

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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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體工程，以及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屬工程構成，科學地解決了江

水自動分流、自動排沙、控制進水流量等問題。2000 多年來，一直發

揮著防洪灌溉作用。據 1998 年的統計，都江堰灌溉範圍達 40 餘縣，

灌溉面積達到 66 萬餘公頃。

都江堰水利工程堪稱世界水資源利用的典範，現代水利專家對它

的科學水平驚歎不止。比如飛沙堰，平時可引水灌溉，洪水來臨則可

以排水入外江，且有排砂石作用，其設計被認為是巧妙運用了迴旋流

理論。又如分水魚嘴，建在岷江中，強行將江水分為兩路：一路順江

而下，另一路被迫流入寶瓶口。由於內江窄而深，外江寬而淺，於是

當枯水季節水位較低時，大部分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內江，保證成都平

原的水源；若當洪水來臨，則水位升高，於是大部分江水從江面較寬

的外江排走，這種自動調節內外江水量的設計，即所謂“四六分水”。

李冰父子當年“深淘灘、低作堰”，“乘勢利導、因時制宜”，“遇灣截

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現代在對都江堰工程進行維護時仍遵循

不變。

令人驚奇的是，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縣發生八級大地

震，都江堰是距震中最近的地區之一，但未發現都江堰水利工程受損

的跡象。據震後親臨都江堰考察的建築史專家報告稱：當地現代建築

絕大多數倒塌損毀，而 2200 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竟安然無恙，實在令

人歎為觀止。

對李冰主持建造都江堰的質疑對李冰主持建造都江堰的質疑

關於李冰主持建造都江堰的傳統說法，也有質疑。質疑者主要基

於對古代文獻的解讀和辨析。例如，《史記》說李冰“鑿離碓，辟沫

水之害”，質疑者認為“沫水”是大渡河的古稱，而不是指古代一般

稱為“江”的岷江。又如《華陽國志》記載，古蜀國的開明“決玉壘

山以除水害”，與《水經註》中“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

相應證，似乎開明在李冰之前就開鑿了寶瓶口這一都江堰的關鍵工

程。不過寶瓶口所處的山脈晚到唐朝時才開始使用“玉壘山”這一名

稱，故成書於西漢的《華陽國志》所指之玉壘山當在別處。

這些質疑基本上屬於細枝末節，最多只是對李冰父子是否擁有都

江堰水利工程“設計專利”的質疑，用於談資或花絮固無不可，但對

這一工程本身的價值沒有任何影響。

中華民族智慧的見證中華民族智慧的見證

都江堰已修建 2200 餘年，至今仍能夠發揮巨大作用，固然令人驚

歎，但是也不能忽視歷代官員、工程技術人員和民眾對這一工程的長

期維護。如果沒有這樣的維護，都江堰不可能持續造福成都平原。

從秦代開始，都江堰一直以竹籠盛裝卵石結合木樁構築。元朝時

四川肅政謙訪使吉當普首次引入當時最先進的鐵石材料，以錨鐵漿砌

條石結構代替傳統的竹籠卵石簡易結構，對“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

護之”，又鑄造了 1.6 萬斤的鐵龜代替魚嘴，是都江堰歷史上的重大革

新。明清兩朝先後 4 次採用鐵石結構大修都江堰樞紐。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年），水利僉事施千祥以漿砌條石灌注鐵水固定的方法重修堰體

堤壩， 並且以 7 萬斤生鐵鑄造了鐵牛魚嘴。光緒三年（1877 年），四

川總督丁寶楨又以鐵石結構改造了堰體和堤壩。1936 年，四川省水利

局局長張沅主持都江堰大修，重新設計魚嘴，採用了巨型條石構築及

混凝土技術，這次修建非常成功，奠定了現代魚嘴的基礎（1974 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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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築外江節制閘被拆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都江堰工程的各個關鍵部位都以混凝土

進行加固和保護。最重要的變化，是都江堰原有的自動分水系統逐漸

被人工控制的水閘所代替。現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與古代相比，雖然已

有很大不同，但無論如何，它仍然是建立在 2200 多年前的基礎之上

的，繼續見證著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

中醫文獻的第一號經典中醫文獻的第一號經典

《黃帝內經》一向被視為現存中醫文獻中的第一號經典，被認為是

中醫最基礎的理論體系，它的地位幾如百川之源，至高無上。

《黃帝內經》是上古至秦漢之際中華醫學經驗和成就的總結彙編，

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現，標誌著中華醫學理論體系基本框架的

形成。此後中華醫學就在它的基礎上發展，歷代醫家在理論和實踐方

面的創新建樹，絕大多數與《黃帝內經》有著密切的淵源。

現存《黃帝內經》的文本，包括《素問》和《靈樞》兩部分，各

分為 9 卷，兩個部分各 81 篇，在形式上非常規整。學術界通常認為，

此書現今的文本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其中的主要部分大致形成於戰

國至漢代。

04《黃帝內經》：

中醫究竟是甚麼？




